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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社会心态治理研究专题

栏目引语: 社会心态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与一般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同，社会

心态作为一种反映客观社会存在的主观社会意识，具有独特的治理特征和治理需求，因此需要采用更

具针对性的治理策略，并发展具有独立学科品格的治理学说。这是中国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进程向中国心理学界、尤其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界提出的宏大命题。如何从学理角度深入论述社

会心态治理的基本逻辑，融合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以服务于国家治理的

重大议题，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界所必须承担的学科使命。为此，本期特推出“社会心态治理”研

究专题，系统阐述如何从国家治理的宏大语境理解社会心态治理的基本脉络，并对心理学如何更好地

服务于国家治理、尤其是社会治理提出了方向性的思考，以期进一步地启发国内外相关的社会心理学

研究者从更宽阔的视野思考“以学术服务社会”的学科路径，并更深刻地强化其投身国家治理研究的

学科认同，从而更有效地回应时代与社会对中国心理学的重大现实需求。

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社会心态治理

吕小康

［摘 要］ 社会心态治理的内容与逻辑应置于国家治理的宏大语境中加以理解。社会心态具有

强情感驱动、易于极端化、包含潜在政治诉求和具备形塑公共性的可能等特征，使得其治理区别于其

他问题的治理。在相关治理实践中，应注重遵循谦抑治理的原则，以慎处罚、重激发、促合力的多元治

理方式疏导不良心态、培育积极心态，从而实现社会秩序与心态秩序的和谐统一，朝“善治”之理想不

断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亦需要社会心态研究不断地增加对社会心态的本质属性、动力机制、治理手段

等内容的科学研究与理论洞察，从而为丰富治理工具和增进治理效能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学科智慧。

［关键词］ 社会心态;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治理心理学;谦抑治理

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谱系和理论渊源，国内学界已有诸多总结( 参见汪新建、姜鹤，2021) 。纵观

社会心态的概念成长史，可以发现作为理论概念的“社会心态”从一开始就与一般性的“社会心理”

概念具有明显不同的学术品格。或者说，社会心态的社会问题属性要强于学术研究属性，或者是“问

题导向”一直要强于其“学术导向”。但相比其他实体领域或事务领域的社会治理，社会心态治理的

独有特征及其对应的治理逻辑还有待进一步明确，本文拟对此进行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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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治理”而生的社会心态研究

社会心态引起学者与大众的关注，首先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学术性的认知兴趣，而是源自宏大的

社会转型所引发的集体性精神失调与价值感迷失，或者是特殊的历史事件造成的轰动性传播效应并

逐渐积淀而成的集体记忆。不论是 19 世纪的欧洲学者勒庞( 2018) 等人对 18 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

中“群氓场面”的学术关切，还是迪尔凯姆( 2018) 对欧洲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团结的丧失而导

致的自杀、失范等所谓“社会病态”现象的关注，以及作为早期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之代表的美国社

会学家罗斯在其代表作《社会心理学》中对“社会心理学只研究由社会因素形塑的规律性”的学科性

质的理解及对暴民心理( mob mind) 和大众舆论的关注( Ｒoss，1908) ，都强烈地彰显出研究者对于重

大社会议题和社会过程的关注，强调它们对大众内心的思维和情绪反应的塑造作用，并致力于提出

自己对此类问题的反思、化解与应对之道。

具体到当下中国情境下的社会心态研究，其面向问题的现实导向及解决问题的对策导向———以

当下的术语来概括，就是本文所谓的“治理导向”的特征又显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学界的社会心态研

究不同于西方学界类似研究的一点，在于它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体现着国家力量对于社会心态建设

的明确要求。面向社会现实问题、回应治理诉求是中国社会心态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有现实需求自

然就会有学术回应，但这种回应的力度和成效却不能完全让人满意。仅从社会心态的已有研究基础

上看，这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的成因。

首先，由于社会心态研究明确的问题导向，使得其主题往往随着热点问题而转移，缺少一种相对

稳定的、原理性的学科内核。在完全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旨趣笼罩之下，早期社会心态相关研究者

的更多精力在于对构成社会心态的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事件的半文学化描述或批判性把握，而较少

致力于从相对纯粹的学理层面对社会心态的概念做出更为精准的分析。或者说，早期社会心态研究

更关注特定现象的分析而非基础理论的完备，甚至对于社会心态的概念本身都不愿或不屑做出精确

的概念化，而将使用权与诠释权完全交由新的研究者或者阅读者。这既促成了心态或社会心态一词

的自发自主流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它在概念内涵、分析层次和测量路径存在较多分歧的不利局面。

两者相结合就使得社会心态研究总体上呈现出“散布式、弱联结”的形态:关于社会心态的研究，虽散

见于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彼此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交集，但仍只是一个松散的研究

领域，而没有、也很难成为明确的学科领域。

其次，从社会心态自身的研究重点上看，现有研究仍未完全准确地说明社会心态的哪些特征使

得它构成了一个“待治理”的主题。已有的社会心态研究，大体上可分为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两类。

前者往往是对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社会心态的静态反映，或是关于社会变迁过程的心态演变的一

种历史性回顾，其重点在于描述和记录现象，而不是分析其治理内涵。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中，另一类

研究致力于分析社会心态的基本维度、结构层面和测量指标，如分为社会需要、社会情绪、社会认知、

社会价值观等维度，再去建构相应的测量指标，这是一种心理学导向较为明显的社会心态研究;一类

研究致力于突出社会心态的“突生性”特征及其生成机制，着重说明它与个体心态的不同，以及其中

蕴含的道德、情感和意义内涵，是一种社会学导向较为明确的社会心态研究。其中，前一种研究侧重

于对社会心态的概念化和操作化，使社会心态初步脱离了空洞的理论术语的境地，从而建立起与社

会经验事实相对接的一种可行路径;后一种研究则较多延续原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宏大理论想象，尤

其注重置身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视角对中国人自身的特有心态进行批判性的理论把握。但其中

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采用心理学式的维度划分和指标建构模式，能否有效地操作化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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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态的“突生性”特征? 如果说它与个体心态存在本质不同，这种不同能否落实到经验测量层面

加以客观地衡量? 除了将社会心态喻为社会运行的“晴雨表”“风向标”这类文学化类比外，它们究

竟从哪种程度上、哪种方向上展示了这种功能，进而为人们疏解消极社会心态、培育积极社会心态提

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相较于理论维度的学术建构与批判分析，这种面向实务、面向建设的对策性分

析就显得相对薄弱。

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仍有必要对社会心态这一颇难驾驭的治理主题做出理论、实证和政

策上的摸索，从而桥接理论研究、经验调查与政策实践，以更好地回应国家治理对于社会心态治理的

呼唤与要求。

二、作为国家治理主题的社会心态

不论何种形式的治理，总存在特定的边界问题。这种边界虽然不一定完全精确，但应具有相对的清

晰性，以便形成特定的治理行动。可惜的是，治理作为一种多元和多语义的概念，既具有很强的通用性，

又容易造成误解和混用。“治理”经常与“国家”或“社会”等主体相关联而使用，由此形成的“国家治理”

和“社会治理”可能是近 10年来国内学界出现频次最高的两个既有国际共性又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相关

词汇。在各类官方表述中，“国家”才是“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概念的核心，偏重于中国传统意义上“治国

安邦”的总体性、制度性安排，而非西方治理理论所强调的重构国家—社会关系，并强调通过激活政府之

外的主体与机制对公共事务的贡献( 薛澜、张帆、武沐瑶，2015) 。同时，社会治理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

重要维度，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它更侧重于社会领域的治理，且这里的“社会”总是相对于“政

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以及相对于政府、军队和企业等实体组织而言。

按这种区分，社会心态虽然有“社会”一词，但恐怕并不能完全局限于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领域。

不论是早期社会心态研究者关注的群氓心理和暴民心态，还是当下研究者关注的情感动员、网络民

粹、种族仇恨等问题，都更接近传统上理解的政治心态而非简单的社会治理领域的心态。因此，社会

心态治理更适合的归属，可能仍是广义上的国家治理而非狭义的社会治理，如此方能更好地承接既

有研究的理论传统，并包含当下和以往研究的经验主题。况且，社会心态本身具有很强的弥散性和

迁移性，如特定社会问题引发的负面心态很可能转化为要求特定政治主张的政治心态，因此强行将

社会心态局限于社会问题、将社会心态治理划定于社会治理范畴，也不符合逻辑事实。为此，本文主

张将社会心态治理置身于国家治理这一宏大语境与广阔内涵中加以把握。

此外，之前的研究已经发现，社会心态一词并无直接对应的非中文概念。按现在国内学界的一

般做法，通常会将之英译为 social mentality( 如 Yang，2019; Zhou，2017) 。但这一词汇在西方学界和日

常生活中其实较少出现。部分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心态理论( social mentality theory) 中的 social men-

tality，其定义为产生认知、情感和行为模式、进而塑造社会角色的内在系统，其所大体对应的另一英

文词汇是 module( 模块) ，即使个体产生特定刺激反应的内在心理机制( 参见 Gilbert，2019; Hermanto

＆ Zuroff，2016) 。这其实与中文语境下的社会心态之内涵相去甚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建构中国

特色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本民族语言中的特色词汇，本身就很难寻找到对应

的其他民族语言概念。此时更合适的做法，可能不是强行找出一个“舶来品”进行附会式的翻译，而

应通过更为细致的理论工作，将相关概念及其理论基础建设成一个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理论体系，

以便由内而外的进行文化传输与交流。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心态都需要成为国家治理的对象。不管国家治理的范围如何广泛，涉及具体

治理对象和治理主题时，总是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边界划限和范畴确定，以便进行理论聚焦并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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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向。因此，阐明社会心态之治理逻辑的首要一点，就是先明确哪些社会心态应当进入国家治

理的范畴，说明其理论依据并提供经验证据。社会心态一词，其实指出了西方流行的社会心理学较

少关注的集体性的需要、情感、认知、价值观等内容，并尤其注重分析它对于社会成员的群体性行为

而非个体行为的诱发作用。当然，群体行为总是由个体行为的构成，但这种构成并非个体行为的简

单加权，而应当突出集体行为与个体行为的特异性。基于一定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可进一步将这一

诱发作用区分为积极、消极及中间( 或不确定) 三大类型。其中，积极或消极心态显然是研究的重点

所在，处于中间状态的心态虽然真实存在，也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但通常并不会成为治理领域的主

题。举例来说，网络上和生活曾流行并一直延续着所谓的“甜党”“咸党”之争，大意是指饮食口味上

偏甜或偏咸。这种饮食偏好固然也涉及一些文化心态或地域心态之争，虽也可作为一些饮食人类

学、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主题，但它们显然并不需要任何意义上的治理机制，而完全属于社会自发和个

体自主的范畴。因此，此类研究不应当占据国家治理视角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的核心位置。

对国家治理来说，重要的社会心态议题总应当是那些会直接妨碍或促进国家意志和社会秩序达

成的相关主题。例如，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情感政治与情感传播多关注大众的情绪如何被引发、操

纵或失控，从而影响国家领导人选举进程或执政过程，在近些年的美国大选及美国内部的政党纷争

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在传统上主要被归类为政治心态，它本身就是社会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

时，国内也有诸多学者思考如何利用民众的情感需求结合对应主题进行有效地情感治理，这主要属

于社会治理领域的社会心态;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空间中的情感动员机制也得到了诸多学者

的关注，通常被直接称为网络社会心态或简称为网络心态。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问

题或“选答题”，而是直接影响公众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的大问题和“必答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社会心态问题都只是消极的“问题”而没有任何积极的可能。积极的

社会心态往往能够为社会的和谐运行提供意义维系和价值支撑的功能，还可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关于此类心态的国内外研究其实并不鲜见。古典社会学家韦伯( 2020 ) 的代

表作之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正是论证了新教徒的“天职观”心态对于资本主义发展

的关键作用。当代社会理论家福山( 2016) 的代表作之一《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也从类似

的视角论证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对共同体缔结与经济繁荣的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国内关于创业创

新心态及其他积极社会心态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也不断涌现( 如席居哲，2019 ) ，着重从积极心理学的

视角探讨社会心态建设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可见，社会心态研究其实已经自发地形成了“抓两头、放

中间”的主题聚焦模式，即着重研究消极社会心态的化解与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这两头，较少关注居

于价值功能中间端的心态问题———这些问题更适宜作为一般性的社会心理学主题，而不是国家治理

视角下的社会心态问题。这是问题解决型的学术研究所必然具有的学术自觉与注意力分配原则，也

是社会心态研究区别于普通的社会心理研究的重要维度。社会心理研究的内容范畴更为宽泛和普

遍，而社会心态研究则更为集中与聚焦:做出这样的相对划界，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凸显社会心态研究

的学术特色与价值功能。

最后，社会心态治理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治理人心”，这一字面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对人的内在

心理和内心世界进行直接的治理。其实，社会心态治理的对象总是社会心态本身，而不是个体化的

“人心”，而社会心态虽然总是为个体的内心所体验、所感受、所触动，但它本质上是共存于社会成员

之间的普遍性体验，而不是纯然个体化的体验。也就是说，对社会心态进行治理，与保持个体心理世

界的自在与自由并不必然矛盾。只有在个体的体验超出一已之范畴而进入社会性的公共领域，并对

他人之心理和行为产生现实的外在影响之时，才会进入治理的视域。社会心态的界定重点在于科学

准确地界定其社会性的一面，从而为个体心态的存在和发展留足充分的空间。否则，所谓“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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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不在和无孔不入，既不符合国家治理能力的实际可达到水平，也不符合现代化的治理观，也非传

统的管制或统治观的基本要旨。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具有良好秩序，对社会心

态的应然状态的理想预期也是如此。不分主题、不分领域、不分轻重地将所有社会心态和个体心态

纳入治理范畴，只会拖累而不会增进治理效能的发挥。

三、社会心态的治理内涵

如果说社会心态研究具有与生俱来的治理导向，就必然说明社会心态具有其天然的治理内涵。

这里所谓的“治理内涵”，是指社会心态的哪些特征构成了当下的国家治理所需要突出的对象与议

题，并构成了对传统治理工具、治理手段和治理范式的特有挑战。本文拟从以下四点加以分析。

第一，社会心态具有强情感驱动的特征。情感向来是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但在理性主

义的治理传统中，情感的行动塑造力量却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尤其是随着现代工业革命以

来，现代政府体制和国家制度的建设重心，往往在于体系建设、权力制衡、规则制订、程序完善等理性

化的内容。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情感化的内容往往隐而不彰，只有在一些狂热的革命运动或

社会运动中，才会以其夸张的形式引发人们的警醒、愕叹和战栗。勒庞等人的相关经典著作，表达的

正是对充满暴力化色彩的社会心态的恐惧与反省。与之相匹配的就是对于这种显见的情感张力，惯

有的治理方法也是管制而非疏导，是排斥而非驾驭，其典型的体现就是网络舆论的“封堵删”策略，力

图以理性和技术的方式加以规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人类个体和群体作为情

感化主体之本体性存在的否认，对社会心态中所蕴含的情感驱力的恐惧或无视，都不能帮助执政者

和研究者全面了解人类行为的核心驱力。

实际上，社会情绪作为社会心态的核心成分之一，它所具有的“情感能量”并非总能用理性的方

式加以把握。如柯林斯( 2009，第 249 页) 所言，“多数关于微观情境中个体的经验研究发现，他们几

乎不进行有意识的算计……人类行为的特征或许是以情感能量( emotional energy) 为取向的”。在特

定的互动情境中，往往是情感能量而不是理性算计主导着其行为倾向。类似地，国内学者在中国人

的维权行为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也发现，当代中国乡村集体行动再生产的基础并非利益和理性而

是伦理，它是融汇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 应星，2010 ) 。在这种情感的笼罩之下，旁观者

所谓的“非理性行为”，恰恰是当事人心中激赏的合理行为和仗义行为:它们构成了韦伯笔下的“价值

理性”的社会行为，超越了功利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构成了自我驱动、自我激励、自我强化的反馈

回路，而不论这种行为造成何种客观意义的破坏性后果。

社会心态的情感驱动特征，使得基于理性主义视角而构造的治理工具往往会遇到“治理失灵”的

尴尬境地。例如，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客观而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下，仍可发现全球各地的

民众有诸多非理性行为，比如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民众对于佩带口罩的抗拒、对保持社交距离政策的

排斥等，均不能从一般的理性主义视角得到很好的解释。相反，如果从情感或社会心态的立场，就很

容易发现此类行为实际上正是民众固有心态的外在体现。当强制性的法令、政策或基于健康成本—

收益计算的倡议，与许多西方国家的民众习以为常的个体权利主张和社会交往需求发生冲突，就会

使他们做出许多明显有悖于个体和群体健康的行为。但对于有效的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而言，现实的

可能并不是立即转变这些根深蒂固的心态，而是要在承认这些心态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上，寻找到更

为有效和契合性的治理策略。这正是“情感治理”这一理念被不断提及的基本理由。

第二，社会心态具有易于极端化的发展趋向。各种层面的态度极化( attitude polarization) ，构成

当下国际社会与公共生活的一大社会问题。比如关于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转基因食物安全性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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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支持和反对的阵营之间往往欠缺平和探讨的可能，而会出现只论立场、不论理由的分化，且这种

分歧的程度还在日渐加深。就某一国家而言，还会形成其国家内部特有的态度极化主题。比如美国

社会的枪支自由、死刑废止问题，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态度极化的现象，蚕食社会共同体的联结纽

带，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价值撕裂。值得注意的是，造成这种极化的原因往往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利

益分化或知识水平不足，而是混杂着价值观分歧和群体认知差异等社会心态层面的因素。如果说利

益问题往往只是基于计较获益多寡而形成的数字差距判断，从而具有从少到多的可连续划分谱系，

态度问题却几乎总是在喜欢与憎恶、赞同与反对这种两极化的选择之间跳跃。同时，仅仅靠外界知

识和客观事实的供给与纠正，也无法消除或缓解人们之间的偏见，因为人们会自动过滤与自身意见

相左的事实。这些与社会心态的情感化特征紧密相关。

与理性判断常有的数量化特征相反，情感判断往往是二元化或准二元化的。用测量学的语言来

说，情感问题通常是有无问题或程序问题，也是定类层次或定序层次的变量;而理性问题则往往可以

表达为可进行加减乘除的定比层次的计算，具有更为精细化的思量可能。比如经济利益问题，往往

可能通过协商和谈判来达到相对的均衡或妥协;但态度和立场问题几乎没有退步的空间，立场问题

已经涉及个体的本体性认同，转化立场往往意味着价值上的背叛。而情感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驱

使个体做出动机性推理( motivated reasoning) 而非分析式推理，即着重分析信息的目的而非其精确性

( Leeper ＆ Slothuus，2014) 。在网络社交媒体时代，更是为这种动机式推理提供了外在的便利条件。

当算法推荐广泛应用于各类新闻和消息推送时，只有个体关注和感兴趣的内容才会主动进入其视

野，进一步形成了回音室效应( echo chambers) 和“信息茧房”( information cocoons) ，过滤掉外界多元

异质的信息而形成封闭和同质的自我空间或小群体空间，加剧不同人群的认知差异而不利于社会共

识的凝聚( 喻国明、曲慧，2020) 。这使得态度极化成为网络空间中的意见争论的一个常见后果，这与

互联网诞生时的开放、多元、共享的“初心”相去甚远。如何破解网络技术应用造成的各种具体主题

下的社会心态极端化，也成为当下网络空间治理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主题。

第三，社会心态具有潜在的政治化诉求。社会心态的形成离不开社会认同这一核心的社会心理

机制，而从具有分散主题和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认同到具有明确政治指向的政治认同，可能只有一

步之遥。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运动在全球的兴起，是社会心态的政治认同塑造功能的明确体

现。所谓身份政治，是指以身份认同为中心的政治形态，这一概念突出个体的身份认同对其政治行

为的促动作用，以区别于基于种族、民族、阶层等客观因素形成的政治差异，如美国的“黑命贵”

(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其参与者就不仅仅是黑人本身，还包括对现存阶层分化与政治秩序不满的

白人和其他种族人群。这种政治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是“寻求承认”，“相关的群体似乎既不追逐具

体的权力或经济利益( 至少不直接这样做) ，也不需要强调自己比别人更优越，而恰恰只是为了表达、

坚持自己的与众不同”( 谭安奎，2020) ，因而愿意“为承认而斗争”，在其运动纲领中，“不是消除不平

等，而是避免羞辱或蔑视代表着规范目标;不是分配平等或物品平等，而是尊严或尊敬构成了核心范

畴”( 霍耐特，2009) 。但在现实中，此类政治运动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相应的经济主张与权利主张，

只是后两种主张在相应的政治运动过程中不被刻意强调，这就增加了国家治理的复杂性。

在我国，虽然绝大多数的社会抗争行为并不具备像西方社会那样明显的政治目标和对抗意识，

总体上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但也有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特色的身份政治特征。其中一

种典型的体现，就是作为中国特色治理问题的“无直接利益冲突”( 谢海军，2015) 。形成这类冲突的

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主体，往往与本体事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联，而由一些意外的社会事件

引起的“旁观者闹事”，通常没有严格的组织和明确的诉求，其核心目标只是为了发泄情绪，以表达现

实生活中累积的不满和怨恨。这可能才是党政智库机构和智囊提出建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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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原因。在党和政府的相关文件中，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通常都是在“加强社会治理”的相关部分加以

提出或强调，且多表达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之类的说法，即将社会

心理服务作为社会心态疏导和社会危机化解的一种工作机制，而并非简单地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这种

“健康中国”的对应目标。这其实说明执政者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心态失衡所可能引发的治理风险，进

而要求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从而达到用社会心态治理来完善社会治理的目标。

第四，社会心态具有形塑公共性的可能。公共性向来是公共管理的价值支撑和逻辑起点。从最

抽象的角度，公共性可概括为“基于主客体关系基础上生成的对象性存在的一种社会属性或价值属

性”，它可以通过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物品、公共福利、公共选择等载体而加以把握 ( 王雅琴，

2015) ，但居中核心位置和最有概括力的概念当属公共利益。不过，公共利益的含义同样较为含糊，

在实践中往往被简单地等同于“个体利益相加之总和”的共同利益，且这种利益多体现为经济利益、

尤其是货币化的经济利益。这固然抓住了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但并不是所有矛盾。一

方面应当承认“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因为社会存在会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会决定上层建

筑;另一方面又不能将这些基本哲学原理机械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和金钱万能论，而应当充分地看

到像“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不解决涉及的社会心理问题，而希冀

通过简单的利益加总与再分配达到社会的“善治”，其实是一种失之简单的治理主张。

而解决此类社会心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合理发挥社会心态的“利益加总”功能。如果说社会认

同是形塑社会心态的重要机制，这其实就是说，社会心态在形成过程中就已经完成了认同塑造的功

能，并给予了相应的社会成员一种身份归属或价值指引。这正是社会心态能够扮演利益汇总机制的

一个关键。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很多时候并不能表达为每一个个体利益的数量最大化，而需要在个

体利益和权利的部分让渡中形成公共利益的实质最优化。可惜的是，以往的社会心理学可能多关注

集群行为或群体性事件中的“去个性化”“责任扩散”的现象，并将这些词汇定性为一种负面的消极

词汇，而多少忽视了去个性化与责任扩散等现象背后的价值趋同与利益汇总机制。这其实反映出西

方社会心理学根深蒂固的个体主义本位，预设了个性丧失必然是不利结果这一价值立场，这与西方

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一脉相承。但如果我们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如何通过去个性化来形塑强

有力的集体认同，以及通过责任扩散来确保集体行动中的个体自觉，这些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中业已

得到实践但尚未形成理论主张的内容，反而是一个潜在学术创新点和值得利用的行为引导模式。如

何在这方面总结相应的行为模式并提炼成对应的理论体系，是社会心态研究值得深入挖掘的一点，

也是形塑中国话语、创建中国学派的一个必由之路。

四、结语:谦抑治理以臻“善治”

面对着国家治理的强有力召唤，已有不少心理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从心而治”的“治

心”主张，说明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辛自强，2020) 。与将心理学仅定位于服务社

会治理相比，本文更倾向于认为心理学应服务于范畴更宽的国家治理，以突显其更为全面的治理功

能，并囊括已有的治理研究相关主题。例如，关于政治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关于公共管理中行为公共

政策的相关研究，以及在国内外均已有着较早和较系统应用的军事心理学、犯罪心理学、司法心理学

相关的研究等等，都属于国家治理相关的心理学研究，单纯地将其领域归结于社会治理，都会以偏概

全。或许可把所有这些应用心理学领域都统称为“治理心理学”更能代表其实质内涵。

不过，与相对成熟的犯罪、司法、军事方面的心理学应用相比，社会心态治理这一领域的学术积

累还相对较少。同时，有关“治心”的主张，在中文语境下可能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和不合理的想象。

860



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心态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认同、意识形态等因素相关，具有强烈的价值指向性，与一

般的科学心理学追求的“价值中立”的研究模式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既然要服务于治理，就必然

不可能价值中立，因为不论广义的国家治理还是狭义的社会治理，它总是连接着价值与行为的集体

意志的体现。因此，提倡社会心态治理就不可能回避甚至必须涉及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但应注重

采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视角和应用技术为达成“善治”创造有利条件。

此外，对社会心态的治理必须遵从“谦抑治理”的原则。这里的“谦抑”借用了刑法中的谦抑性

概念，原意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即少用甚至不用刑罚( 而用他刑罚替代措施) 以获取最

大的社会效益，即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能够抑制犯罪时才能诉诸于刑法( 陈兴良，2011;苏永生，2016) 。

此后，这一概念也被借用到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领域，如提倡服务型政府的谦抑性，即强调政府和官

员的自律、适度与克制( 汤梅、叶敏，2008) ，反思刑罚制裁手段过度介入到社会治理之中( 李树远、于

佳虹，2017) 。社会心态的谦抑治理原则，具体是指在社会心态治理中，应当审慎地界定而不泛化和

扩大待治理的社会心态内容，慎用刑罚或泛刑罚手段作为社会心态治理的惩罚性手段，注重激发社

会自治和社会心态自我调节的功能等内容。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心态治理更偏重于

软治理而非硬治理，但这里的软硬并非指治理功能的强弱，而是指治理手段的刚柔;它需要更多的柔

性治理而非刚性治理，应以慎处罚、重激发、促合力的多元治理方式疏导不良心态、培育积极心态，从

而实现社会秩序与心态秩序的和谐统一，朝着“善治”的理想不断提升治理水平。这就需要社会心态

研究不断地增加对社会心态的本质属性、动力机制、治理手段等内容的科学研究与理论洞察，从而为

丰富治理工具和增进治理效能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学科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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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Ment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Governance

LV Xiaokang

Abstract: The content and logic of social mentality governance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grand con-
text of state governance． Social mentality is strongly driven by emotions and prone to polarize among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Besides，it contains potential political demands and demonstrates the possibili-
ty of shaping public opinions． These features distinguish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mentality from the
governance of other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governance of social mentality，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modesty and employ multiple governance methods; and
use punishment prudently，empower social agents，and reinforce synergy to divert negative mentality
and cultivate positive mentality，so as to achieve the harmony and unity of social order and mentality
order． Thus，the ideal state of good governance could be achieved gradually by enhancing state gov-
ernance．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us to continuously increase the scientific social mentality research and
gain more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social mentality，motivation mechanisms，
and governance methods，etc．，so as to provide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disciplinary wisdom for
enriching governance tools and enhancing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Keywords: social mentality; state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psychology of governance;
modes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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